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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美 国 人 类 学 家 罗 伯 特·芮 德 菲 尔 德

（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

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所谓“大传统”，是

指都市上层阶级及知识分子以文字记载的文化，而

“小传统”主要是乡村中通过口头传承的文化［1］。“大

传统”的知识性内容都是脱胎于“小传统”的，但“大

传统”一旦发展成熟就变成一个“典范”，“小传统”

又转而向这个“典范”学习［2］。因此，“大小传统”分

别指代“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雅文化”与“俗

文化”等。这与《周礼》中“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以

礼化俗，以其御民”的思想十分相近［3］。余英时［4］也

认为：“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渠道再回到

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不及的改变。”

根据“大小传统”的文化区分，在冷兵器逐渐淡

出军营之后，我国传统武术回归乡村民间，其主体性

质与文化构成寓于“小传统”的范围之内，是典型的

“小传统”文化。然而，近代以来，在经历“救亡保种”

的群体沉思之后，武术进入社会精英的视野，并在

各界精英群体的影响下，过渡到“大传统”的文化领

域。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既是对旧武术文化的

解构，也是对新武术文化的建构，在这一解构与建构

的历史性变换中，伴随的是武术权力的转移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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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新生产。主体的精英化，目标的国家化，对象的

全民化，近代武术成为关系民族复兴、国民身体改造

的国之大事。据此，以“大小传统”为视角对近代武

术进行重新剖析与再思考，既是对中国武术多元化

发展样态的根源性厘定，也可为当代武术的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贡献意义。

1　 权力转移：近代武术话语主体的更迁

近代武术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话语主体由武术

人转变为社会精英，社会精英的主导重构了武术知

识体系，武术的价值取向也由本体化发展为主转向

功能化发展为主。

1.1　社会精英的武术话语权力获取

武术原本是一种民间自在的文化存在，通过门

户进行人才培养和技术传递，并在人才和技术的相

互生产中形成群体认同与社会关系［5］。义和团运动

失败，清廷禁武，民间习武授徒尚须有当地绅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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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更谈不上公开进行武术活动，再加上人们因“庚

子赔款”迁怒于义和团事件，时人多对民间习武持

反对意见。另外，近代自然灾害及兵患、匪患频发，

大部分民间武术人的基本生活难以为继，很多拳师

背井离乡涌入城市［6］。在“天灾人祸”等多重因素

影响下，传统武术的原始生态被打破，武术人的话语

权力逐渐丢失。

甲午以还，历史剧痛引发反思，人们将国弱的根

源归因于民弱。严复［7］认为，近世中国衰弱的原因

并非是“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而是“民

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梁启超［8］也认为，中

国的振兴必须以提高全体国民综合素质为基本。孙

中山［9］在政府公报中明确强调“欲图国力之坚强，必

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因此，在“列强并立，弱肉

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必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

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内外忧

患，才是独立自强的根本出路”［10］。对“民”的意义

的重新阐释，将人们的视线从近代以来国家在政治、

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失败，转移到了民生

衰退中来。近代救国方略的“民”化，使各界精英开

始将“民”的建设——“强种”，作为“强国”与“救亡

图存”的本源性工程，并通过倡导“尚武”来进行对

“民”之身心的时代塑造。

受“日俄战争”启发，近代“识者之士，渐知拳术

之为国魂”［11］。1909 年，同盟会会员农劲荪、陈英士

邀约霍元甲在上海成立“精武体操学校”，以期“提

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12］。1911 年，

同盟会京支部委员叶云表与形意名家李存义在天津

创办“天津武士会”，以“传习中国固有之武术，锻炼

国民之体魄”为宗旨［13］。随之各类武术组织在全国

各地先后建立，武术热潮再次掀起。近代武术组织

区别于传统民间拳场的根本特征是社会精英的参与

和操控，精英群体不仅以“救亡”来规划近代武术组

织的发展方向，还以知识与科学作为垄断近代武术

话语权力正当性的证明。向恺然［14］在《我个人对于

提倡拳术之意见》中说：“有功夫无知识，教授不如

不教授也。”王新午［15］认为：“即使去向大名鼎鼎的

老拳师们探讨国术的真理，他们也是回答不出所以

然来。”田镇峰［16］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并综合的眼

光，来观察及实证现在一切属于技击术理等现象。”

武术与知识、科学的结合使民间“小传统”的话语权

彻底丧失，近代武术在社会精英获取话语权力的同

时进入了“大传统”文化时代。

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不仅有着时代的必然

性，体现为民族救亡的重要表征，更表达为社会精英

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不断推动，在这一

漫长的转变过程中，正是精英群体为其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力量支持。

1.2　近代武术人的身份重置与再生产

1.2.1　传统武术人的身份重置

近代武术话语权力的精英化转向，使传统武术

人不再充当知识生产的主体，而是在社会精英的引

领下积极贡献自身的技艺财富与社会能量。民国

以降，大量武术人受聘于近代武术组织和各级国术

馆，从传统开馆授徒的自主传承者，转变为强健民

众、培养新型武术人才的民族体育传播者。武术人

社会身份的重新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原有的社

会地位，向来靠保镖护院、授徒设场、打把式卖艺来

维持营生的现象逐渐发生转变，很多武术名家在近

代武术社会动员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稳定的

收入来源。单从中央国术馆的聘用薪资来看，教授

分三等，月薪从六十至二百四十元；教员分三等，月

薪从二十至四十元［17］。当时“我国边土膏腴之地，

每亩之值，不过一二元”［18］，最高级教授月收入相当

于两百多亩土地的年收成，就是最低级教员每月也

有二十元的收入，这比武术人的传统营生优越得多。

另外，传统武术人不仅在近代武术组织中被尊为教

授、教练，更被各级学校、工厂、社团、机关、军队争相

聘为教师、教官等，前后相较，不仅社会身份发生了

巨大变化，其社会地位亦不可同日而语［19］。

1.2.2　武术人才的精英化再生产

“大传统”概念下武术人才的培养和传统的民

间门户传承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再是为某个拳种派

别培养传承者和接班人，而是为武术的全民化生产

新型精英人才。

武术人才的精英化再生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

征：其一，培育健全之人格。近代启蒙的核心就是

养成民众的健全人格。蔡元培［20］指出：“民而无完

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

焉。”吴荣喣［21］认为：“无人格者，不可谓之人，无健

全之人格者，不可谓之完人。”传统门户传承中，师

徒之间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重塑新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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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无疑成为近代武术精英化人才培养的根本出发

点。陈炳藜［22］在《精武与人格》中将智育、德育、美

育、群育作为新人格的四要素，中央国术馆则以象征

着“博爱、平等、自由”的三民主义作为新人格塑造

的依据［23］。其二，锻造坚强之意志。近代武术的“大

传统化”基于塑造民族之精神，培养武术体育化、军

事化、科学化之精英，而担负这一责任者必备健全之

人格与坚强之意志。精武会会歌提倡“百炼此身如

钢铁，任何威武不能屈”的精神［11］。中央国术馆《早

起歌》中有“闻鸡起舞学古人，忧劳兴国逸易亡身”

的警示［24］。此皆表达了意志品质对武术精英化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其三，涵养复合之知识。受“新

文化运动”和“国粹运动”两种文化思潮的影响，近

代武术带有“科学化”与“国粹化”的双重特征。因

此，在近代武术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中，既有代表西

方知识系统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体育原理，也

有象征本土传统文化体系的国文、历史、国术源流、

国术历史等［25］。这种知识培养的复合化既是近代

武术“大传统化”的具体表征，也是武术“大传统”格

调得以延续的必然保障。其四，融冶多元之技术。

武术的“大传统”是对“小传统”的范式革命，武术的

“国有化”破除了传统门户的技术垄断，使武术技术

的多元化成为可能。精武体育会等近代武术组织所

聘请的武术名家基本涵盖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

珠江流域［26］，国术馆系统中的任教武术家也几乎囊

括了全国不同地域的各个拳种。

近代武术人身份的重置与再生产，实现了武术

由“小传统”到“大传统”的主体转换，主体的精英化

转向为近代武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与能

动性。

1.3　近代武术产品性质的国家在场

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并非单纯是文化生产

的精英化，更是民族救亡前提下终极目标的国家化，

因此，近代武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始终伴有着国家

在场。

首先，近代武术产品生产目的之国家化。近代

中国国败民弱，各界精英呼吁尚武。梁启超［27］认

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

所赖以维持者也。”尚武最先表现为兵操的引入，

后来“人们又从‘身体活动’的相似性中发现了武

术”［28］，最早于 1901 年，马良就聘请各派名家创编

“各科新武术，并新武术各科专书”［29］。时人认为

“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30］。随后，各

种武术组织相继建立，并以推广武术、研究武术，“期

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为目的［12］，也正

因此，才使武术得以在社会精英的推介下进入“大

传统”的文化范畴，成为精英群体“借题发挥”的对

象。麦克乐［31］在《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一

文中，以“国粹体育之复兴，正如春笋之勃发”，来比

喻当时中国的武术开展盛况。于是整顿民族体育，

训练全国民众，成为“复兴中华民族”“挽回中华民

族已失之自尊心与自信心”的重要举措［32］。“国粹

派”体育人认为“提倡国术，为救中国目前危机的不

二法门”［33］。沈书珽［34］更是提出“提倡拳艺，使普

通男子皆精此道”的观点。由此可见，近代武术产

品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服务于国家，是在“强国强

种”的政治号召下，依据国家的特殊需求进行的统

一“订制”。

其次，近代武术产品消费对象的全民化。近代

武术生产目的之“国家化”性质，决定了其产品消费

对象的全民化。刘慎旃［35］认为：“目前的出路，就是

我们要拿很好的‘组织法’去组织四万万中国人。”

因为“民众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我人要集中国

力，充实国力，就要从集中民力，充实民力入手”，然

集中与充实民力的途径在于训练与锻炼民众，而训

练民众与锻炼民众的方法则莫过于国术［36］。在武

术全民化与国家救亡的关系上，张之江持有肯定的

态度，指出“要救中国，一定要使全国的国民，奋武、

讲武、竞武才有希望”［37］。

在民族“救亡”话语下，若近代武术生产目的之

“国家化”决定了其产品消费的“全民化”，那么其

产品消费的“全民化”又反过来规定了产品生产的

多样化。如为适合军队训练和作战而创编的“新武

术”“破锋八刀”“砍刀术训练法”等；为适应青少年

学生、童子军实际要求而编排的武术操；结合妇女、

儿童及机关政府等群体的特殊情况而编排的太极操

等。近代武术的产品消费涉及了军队、学校、机关、

工厂、妇女、儿童、城市、农村等不同行业、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人群。

近代武术产品的国家在场丰富了武术的文化内

容，开辟了武术发展的多重空间，生产了武术康健国

民与民族救亡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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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生产：近代武术新文化图景的构建

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不仅标志着武术话语

权力的转移，还体现为对武术知识的重新生产，这种

新知识产生于新的权力结构，又反过来为新权力结

构的合法性服务。

2.1　武术康健知识的新解读

尽管在武术史上曾有“搏刺强士体”与“详推用

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的康健观念，但近代武

术知识生产对康健的文化解读，呈现出区别于武术

传统康健知识的新特征。

首先，以康健之体魄塑刚毅之精神。近代武术

康健知识的生产，不仅重视国民身体的改造，更注

重国民精神的养成。蔡元培［38］认为：“精神者，人身

之主动力也。”梁启超［27］把“无精神而徒有形式”看

作是“蒙羊质以虎皮”。身体是精神的载体，“身体

羸弱，则心灵意志，必皆衰弱”［39］。陈此生［40］认为：

“提倡拳术的用意，是锻炼肉体，锻炼肉体的真意，是

想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怠慢根性’暗暗地挑除。”也

正是基于类似观点，近代社会精英才对“静坐”的康

养方式给予了严厉批判。认为静坐最大的害处，就

是使人趋于消极，把进取雄心消磨了［41］。因此，体

魄和精神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惟有坚壮不拔之体

魄携百折不屈之精神才能够“负重致远，而开拓世

界”［42］。由此可见，近代武术的康健思想并非仅是

满足于身体的无恙和生命的长度，而是在救亡图存

的时代亟需下，达到“养成仁爱义勇国民性之希望”

的最终目的［43］。

其次，以康健之身体筑强国之根基。近代巨变，

举国反思。由科技落后而联想到人种落后，由“病

夫”之国而推及“病夫”之民。我国近百年来所受外

人凌辱，“揆厥原因，蓋由于国民无强健之体格，刚

毅之精神”［44］。故“积病夫而成病社会，积病社会而

成病国”［44］。因此，强健国民身体，塑造国民精神，

无疑是“起积弱，培民气，强国强种”的唯一途径［45］。

而“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

民，始成健全之民族”［46］，则成为近代民族复兴话

语下举国认同的文化逻辑。禅者［47］认为：“我们精

武的重大使命，就是将四万万病夫改造成强健的国

民。”慨在《精武体育会之前途》中云：“设立支部，锐

意进取，使北粤男儿，尽化为干城健者。”［44］所谓强

健国民，干城健者，其共同目的就是通过武术来训练

或锻炼国民，重塑国民身体与精神，使之有充分的能

力来“负起救国大任”［48］。

近代武术康健知识生产的强国性质，既是时代

救亡形势的需要，也是每个国民进行武术习练的民

族意识表达与身体体验方式。李铁鸣［49］讲述自身

于精武会习武经历时认为：“行见受其益而成体魄

健全之我，精神活泼之我，思想缜密之我，道德纯粹

之我，抑将本此体魄、精神、思想、道德，进而服务于

社会、国家，而成社会、国家之我。”这种以个人康健

为始基，以民族、国家“康健”为鹄的的国民群体觉

悟，从根本上映射了近代武术“大传统化”的知识新

特征。

2.2　“救亡”拓展了武术的新知识

“救亡”不仅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也是武术

“大传统化”的初始推动力量。当社会精英把武术

作为国家救亡手段来承载“强种强国”上层治理理

念时，近代武术的救亡知识生产也随之构建了国家

全民化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其一，武术救国责任的国民化。“民”作为社会

组成的基本成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统治者的

高度重视，但直到近代，“民”才从历代帝王政治治

理的对象被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张之

江［50］指出：“按照约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

国民全体之规定，我们全体同胞皆是中华民国之主

人翁。”这种国家主权的国民化，也表征了救国责任

的国民化，将近代国家救亡作为义务具象到了每个

国民本身。因此，“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为国民者，

应该怎样担负起责任，来拯救我们这垂亡待毙的国

家”［50］，就由原本对军、政等上层精英的“职责”追

谴，变成了对全体国民的本心发问。国家救亡责任

的国民化为近代武术救亡的社会动员提供了理性依

据和情感驱动，于此基础上，“我四万万同胞，无论

南北，随时随地，皆应作最前线防卫之准备”［50］等类

似号召才能顺理成章地在民心中落地。

其二，武术救国的可行性论证。“国难危机，兴

亡有责，凡我同胞，分当救国，救之以道，任侠尚武，

发挥国宝，拳勇技击。”［51］当近代科技与军事不堪对

比于西方时，社会精英又在本土文化中发掘出新的

国家救亡的可能性。梁启超早在《新民说·论尚武》

中就列举了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日本、脱兰士哇

尔等数国实例，对尚武救国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屹



王占涛，戴国斌，邵娜：从“小传统”到“大传统”：近代武术的权力转移与知识生产

·29·

立地球者，无不恃此尚武之精神。”［52］张之江［18］认

为，“我国五千余年历史之所以不敝者，国术维护之

功，居泰半焉”，随后以伏羲、黄帝、三代、秦汉为例，

说明了中国古代国家尚武，平民习射，国运昌隆，雄

视亚陆的历史“事实”。以“史例”为镜鉴，以自强为

践行，一种他人能，我人亦能，古时可，今时亦可的民

族自信得以重新树立。而孙中山对“技击术与枪炮、

飞机有同等作用”［12］的论判，也在这一武术救国可

行性的认定中获得了“确证”。另外，“淞沪战之经

验”“喜峯口之大捷”，也“皆已证明，国术于现代战

争，却有相当需要，在疆场之上，实有重大价值”［50］。

在社会精英古今中外的多重论证下，武术救国作为

近代武术的新知识进入全体国民的思想世界，并以

一种深信不疑的民族信念，体现在“强种救国”的身

体实践之中。

其三，武术救国的动员逻辑。“暴寇侵凌，国势

阽危”［53］。“强种救国”的全民动员理念要求“人

民不但要有尽忠报国的热心，还要有尽忠报国的能

力”［54］。如张之江转述孙中山之语：“自己没有力量，

什么主权，什么生存，便都保障不成。”［55］李芳宸在

山东国术馆训话中感叹：“处在这帝国主义张牙舞

爪的要想瓜分我国的时代，谁还敢担保我们五千年

的光荣历史，和三千四百四十余万方里的土地，不被

它们吞噬净尽呢。”［56］然而，报国能力从哪里来？我

们应当用怎样的方法来获取这样的能力？无疑成为

近代国人不可回避的话语追问。因此，国穷民敝的

时代，鼓励和动员全体国民以武术来强种，以武术

来救国，就成了应对和解决困境的最好办法。张之

江［50］认为，国民练习武术于个人和国家有着双重作

用，“个人的幸福是健身自卫，国家的利益，是御侮

强种，关于救亡雪耻的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了。”近

代武术救国的民众动员从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民族责

任感出发，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救亡是近代武术新知识生产的元动因，也是规

定武术新知识性质的意识前提，更是武术新知识生

产的最终目的。武术救国的社会化动员离不开对

武术知识的重新生产，同样近代武术的新知识也必

将以救亡作为其存在依据。武术新知识通过对近代

救亡理念的承载、表达与传递，以民族责任为动员主

题，以“全景敞视”为规训方式，清整和规划民众的

价值取向和身体行为，实现了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

对全体国民的力量整合。

2.3　武术知识对民族意识的强化

我国近代民族意识萌发于甲午之后，于九·一八

事件爆发达到成熟。所谓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

族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存在、地

位、礼仪、价值和传统的自觉”［57］。王希恩［58］认为：

“民族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

己民族的归属感；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的利益

感。”熊锡元［59］将其表述为：“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

展、兴衰、荣辱、权利与得失、利害与安危的认识、关

切和维护。”在近代知识生产中，培养和强化国民的

民族意识，将个体责任与民族兴衰相关联，把民族利

益作为个体生命情感得以展开的最高目标，成为近

代国家救亡的重要特征。因此，“民族”一词成为凝

聚国民力量的精神主旨和思想源泉，在民族意识的

驱动下，个体力量不断群体化、国家化，而种族、民

族、国族等名称也成为近代救亡言论中出现频次最

高的语词。萧忠国［60］认为，国民体育的目标就是“培

养战斗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以民众之力量建立民

族国家。所以，无论是早期对于兵操和西方自然主

义体育的引入，还是后期对武术的科学化、体育化、

军事化改造，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

族国家服务。

近代武术对民族意识的强化具体体现为人们以

种族、民族、国族等为目标共同体的思想动员。精武

会组建初期，为打破门户界限，强化民族力量，霍元

甲指出，拳术应公有，若人各私密，安能望学术之进

步，民族之自强［12］。陈公哲则把“造成一世界最完

善、最强固之民族”，看成是“精武之大希望”和“精

武之真精神”［53］。对“民族”的强调不但为精武会确

立了开办宗旨，也为武术人突破门户，开创由注重个

人利益向维护民族利益的观念转变之先河。民族不

仅是一种文化、种族与地域上的观念区分，更是一种

关涉人们感性生活的情感认同。张之江［61］将民族

主义阐释为国族主义，认为国族主义是对传统家族

主义和宗族主义的突破，国族本身即是中华四万万

国民的生命与情感“共同体”。因此，这个“共同体”

的振兴就要求其全体成员不畏艰难、习武强身，只有

“身强种强国强，我们民族的精神，才能发扬，世界上

的和平，才有希望”［62］。国家救亡，全赖国民振奋，

民族复兴，须靠群策群力［63］！近代民族救亡不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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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体的义务、也不是某部分人，某些组织团体的责

任，而是全体中华国民凝心聚力、同仇敌忾的共同

担当。

近代民族救亡需求推动了武术从“小传统”向

“大传统”的转变，而武术的“大传统化”又为民族复

兴提供了科学的、民族的、普遍的救亡工具。近代武

术知识生产对民族意识的唤醒与强化，改变了人们

对武术作为民间技艺的传统思维取向，确立了“民

族图存，必以武力为后盾，而冲锋格斗，国术往往能

操胜算”［64］的强种强国理念。

3　普及与动员：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

近代社会精英通过对武术知识的重新生产，构

建出民族复兴的理想化愿景，并以全民化为普及目

标，借助近代社会组织、公共社会空间以及民间武术

群体等多种途径，实现着新知识的俗世化。

3.1　近代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动

3.1.1　近代武术组织的引领作用

近代武术组织是精英知识生产的空间场域，也

是新知识俗世化的主要机构，其在推进武术技术全

民化的同时，也将精英知识理念通过多种途径深化

到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

首先，面向全民的学员培训。从精武会等民间

武术团体蜂起到国家国术馆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人才培养与知识传播是近代武术组织实现强种

救国最终目的之必由途径。近代武术组织通过招收

会员、建立民众练习班、深入军队、学校、社区、工厂、

机关任教等方式［65］，以武术技艺传授为载体，以“宣

讲团”“宣讲会”等为主要宣传方式，进行着康健意

识、民族精神和救国理念的知识传递。

其次，各类武术考试、比赛与汇演。从精武会

1911 年举办的“体育运动大会”，到 1923 年马良等

人筹办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66］，再到中央国

术馆及其地方国术馆组织的各类国术考试、比赛与

汇演，每次群体性武术活动的展开，都在一定意义上

呈现出“救亡”知识全民化的社会宣传。因此，近代

武术的各种考试、比赛与汇演活动并非只是武术人

作为表演者的主体性参与，更是千百万普通国民作

为观看者、领会者以及救国强种实践者的集体在场。

再次，武术书刊、杂志的发行。近代武术书刊、

杂志的发行既有效地提高了武术技术的社会普及

度，又作为文化平台极大地促进了精英化知识生产

与思想的民众化传播，为唤起全民尚武之精神，化除

宗派、不忘雪耻御侮之志［67］，提供了学理支持和精

神材料来源。

3.1.2　其他社会团体的协同参与

近代社团建设风靡全国，据孙保良［68］统计，截

至 1911 年，全国的社会团体仅商会、教育会和农务

会这 3 项就超过了 3 000 个，而上海从开埠至抗战

前，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各类经济和文化组织

可能就有上千个［69］。近代社团的出现导致了传统

社会结构的重新划分，将人从家族的伦理中解放出

来形成自由的单子式的个体，又以一定的社会关系

把这些个体在特定的目的下重新集结，构成大小不

等、形态不一的多元社会力量。

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传播与各社会团体之间

存在密切关系。首先，近代社团对民众的群体化集

结为武术知识的社会化传播提供了稳固受众，并以

制度化、规范化地动员管理保障了武术知识的传播

效果。如广东省商团、上海青年会、女子模范团、中

城商业会等社团分别邀请精武会、中华武术会等武

术组织成员教授或表演武术［70］；中央国术馆也派出

教官和指导人员到各机关团体辅导武术训练［71］；地

方性国术馆之中，如青岛国术馆也分别派遣杨明斋、

纪雨人、尹玉章、高凤岭等人，到永裕盐公司工会、市

府保卫团、民众教育康乐部等进行武术技能的教授

和救国理念的宣讲［72］。其次，近代社团以不同的形

式参与和推动武术知识的生产。“欲图强国，必先强

种”“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干城之选”［73］成为

近代社团重要的动员口号和基本的身体践行方式。

以武术康健民众身体，以武术自卫卫国的普遍认知，

既是近代武术知识社会化的结果，也是推动武术知

识生产的前提与动因。最后，近代社团为“大传统

化”武术的维持提供力量支撑。“小传统”范畴下的

民间武术通常以小作坊式的师徒传承作为其自在的

存在方式，传统的农业耕种生活结合授徒、走镖、护

院等辅助性生存措施，维护着旧时拳派“家族式”的

延续模范。当近代武术进入“大传统”文化生产之

后，近代武术的存在基础转向依靠国家扶持和社会

团体资助。精武会若没有“精武三公司”及其众多

商业团体的支持，恐怕难以为继［74］。佛山精武分会

的建立，也与工商团体的任孝安、霍伯丽，教育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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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声白、黄少强、冯明庵、黄霞赤等人的资助有很

大关系［75］。中央国术馆及地方性国术馆很多时候

也是在各商业团体的捐助下才得以维持，就是经济

条件较好的青岛国术馆也经常靠商业赛马和各社会

团体捐助及承包各类表演门票来募集资金［76］。

近代社会组织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武术知识

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构了武术“大传统”的文化结

构、知识体系和发展范式，极大拓展了近代武术知识

生产的可能性与俗世化传播的空间。

3.2　近代武术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特征

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离不开对社会“公共空

间”的改造和利用，这里的“公共空间”既包括中国

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茶馆、戏园、书场、庙会、公园等

“公共物理空间”，也包含了哈贝马斯所构建的市民

社会性质的“公共领域”。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吧、

沙龙等“公共领域”形态不同，近代中国“公共领域”

以学会社团、学校、报纸等为主要表现形式［77］。

虽然两种场域之间互有重叠，但“公共物理空

间”与“公共领域”在概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与“公

共物理空间”相对比，“公共领域”更注重话语权力

的所有性和个体公开自由的意见表达［78］。近代，资

产阶级与知识精英成为城市“权力文化网络”的核

心［79］，“他们开办学校，建立学会社团，创办报刊杂

志讨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80］因此，“公共领域”

在结构上属于“大传统”的文化范畴，是近代社会知

识与意义的生产之地，无论就经济还是文化而言，大

多数中国平民并没有平等参与的机会。中国传统社

会的“公共物理空间”则有所不同，它更多是下层民

众的集散地，人们在其中休闲、娱乐、会友、交易，分

享属于他们的风土人情，带有典型的“小传统”文化

特征［81］。很多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民众，都能够在

民间故事、地方戏、评书等形式中接受关于政治、历

史、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陶冶［82］。民国初期，

中国有将近 3.3 亿“文盲”［83］，乡村的“文盲”率甚至

达到了 95% 以上［84］，他们无法像社会精英那样来进

行现代化读物的阅读。陈独秀认为，做小说、开报

馆，容易开人智慧，但对不识字的人，还是得不到益

处。而惟有戏曲改良，才是开通风气的第一方便法

门［85］。梁启超、欧榘甲、柳亚子等人也认为，通过对

民间曲艺的现代化改造，有助于新文化思潮和救国

理念向民间普及［86］。

近代武术进入“大传统”文化领域之后，学校、

学会、社团、报纸刊物等“公共领域”，成为社会精英

进行武术知识生产、消费和传播的主要场域［87］。但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自身的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武术知识俗世化传播范围的有限性。近代“公共

领域”知识生产、消费和传播的直接对象是精英阶

层及市民社会［88］，下层民众难以从这种“大传统”的

文化结构中直接获得思想启迪和知识滋养，“不识

字”使他们对精英知识的获取必须经过民间艺术形

式的再加工才能奏效。近代，以“南向北赵”为代表

的武侠小说的流行，为民间各种艺术形式提供了重

要文化素材，像王正谊、霍元甲、杜心五等近代武术

英雄人物的事迹与精神，成为民间艺术叙事的代表

性内容。一时间茶馆、书场等公共场所成为这些武

侠故事、武林轶事、民族英雄事迹的主要宣扬阵地和

平民理解国家救亡知识的基本途径［89］。另外，在尚

武思潮的影响下，为迎合世人的口味，戏曲中的武戏

内容也逐渐增多，反映英雄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打

戏”成为近代戏曲题材的新特征［90］。总体而言，武

术知识在民众中的多途径传播，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人们的民族情感需求，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以“救亡”为目的之近代武术知识，势必通过俗

世化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存在意义，无论是社会精英

和市民生活的“公共领域”，还是乡间民众生存的

“公共物理空间”，都为近代武术知识普及效果的最

大化提供了推动力。

3.3　近代乡间武术群体的微观效用

在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传播中，乡间武术群

体经过社会精英的理想化再造，其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逐渐发生转变，并在近代武术的社会化动员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一，乡间武术群体在吸收国技、国术、体育等

时代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近代救亡宣传，重新规划自

身的发展路向。很多拳师开始以强健国民身体、振

奋民族精神为目标建立拳社，授拳授艺［91］。据统计，

仅山西省就有乡间武术拳社 560 余个［92］，山东省栖

霞县 100 多个村庄中均设有拳房，莱成县的拳场几

乎遍布各村［93］，甚至一个村庄有多个拳场［94］。与传

统的乡村武术拳场不同，近代拳场多以“国技”“国

术”“体育”等新名称，以及“学校”“会”“社”“馆”

等新形式出现，如陵川玉泉村国术学校、俊英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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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英武术社、潍县体育社等。乡间武术群体观念

的转化，为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做好了准备，他们

既充当了新武术知识的接受者，也扮演了面向普通

民众的新知识的传播者。

其二，在政府的整编下，民间拳场转变为当地

县、乡、村国术练习所或国术馆支部。1928 年中央

国术馆成立之后，武术就有了统一的“国家机构”，

国家也成为近代武术发展的“主体性”力量。近代

武术的国家化表现为国家对民间武术力量的重新整

合，早在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就有意将精武会纳入

国术馆系统，虽经过陈公哲的努力最终豁免［95］，但

足以表现出国家对民间武术组织的态度。在此形势

下，很多地方性民间武术组织都经过了政府整编，转

化为当地的国术馆支部或国术练习所。如青岛国术

馆为统一管理，禁止民众私自设立拳场随意授拳，设

立拳场者必须登记在案，改为国术练习所，统一由青

岛国术馆管理和支配。

其三，乡间拳师的培训与改造。当武术作为国

家募集社会力量的手段来推动全民武化时，乡间武

术群体作为武术救国话语的力量在场，其整体素养

的更新十分必要。如山东国术馆为提高县、乡、村国

术教练的文化和技能水平，曾于 1932 年连续开办了

3 期面对全省各级国术馆教员的专业培训班，期间

不但培训了新式武术的教学方法，还讲授了国文、常

识、生理卫生及武术原理等课程［96］。通过必要的以

统一培训为主要方式的群体性改造，乡间拳师可以

教员的身份进入县、乡、村的学校和村镇国术支部任

教。像菏泽县梅花拳拳场十三世宗师，司中元、高雨

亭、吴体胖等人就分别任教于山东省第六中学、菏泽

县国术馆等处，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其中，跟随

高雨亭学习的六中学生王丕襄、王丕廉兄弟均成为

了抗日救国的高级将领［97］。

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是一种由社会精英主导

的全民化的社会动员，在这一全民化动员中乡间武

术群体是武术知识发生作用的最后关节，通过他们

的宣导、组织和教习，近代武术知识才得以深入人们

的生活日常，影响着人们对国家救亡的理解和献身

民族复兴事业的态度。

4　 结语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

正是这“大变局”给了武术一个“千年不遇”的蜕变

机遇，使武术“脱胎换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大世

界”。在近代中国“百不如人”的文化反观中，社会

精英带着治愈国民“病夫”身体的夙愿，将武术拖入

“大传统”的文化结构内改造，使其与“中国现代化

的转型牵连在一起”［98］，导演了一场“武术话语爆

炸”的宏伟乐章。社会精英的介入改变了传统武术

的权力结构，生产出武术新的知识范式，并通过多种

途径俗世化为国民的日常生活。理论而言，没有近

代武术的“大传统化”，就没有当代武术的盛况，其

为当代武术的学术化、学科化、国际化、竞技化等诸

多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以高度自信的姿

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新时代，武术应怎样协

调“大小传统”并联式发展的双重优势，面对西方主

导的“强势戏剧”，勾绘出一幅具有创造性与普适性

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锦绣蓝图，是当代武术“大传统”

知识生产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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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ittle Tradition” to “Great Tradition” ： The Power Transfer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Modern Wushu

WANG Zhantao1，2， DAI Guobing1， SHAO Na3

（1.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China； 3.Qisheng Senior Middle School of Zibo，Zibo 25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theories as the main perspective，and re-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Wushu.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production 
of modern Wushu，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ain 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 social elite’s participation and dominan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culture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and knowledge. The research claims that under the 
modern theme of “national salvation”，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elites has changed the original power structure of Wushu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for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making Wushu enter the category of “Great Tradit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paradigm. A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ocial elite concept，Wushu theory can only enter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after the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and finally form the national cohes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Great Tradition； Little Tradition； modern Wushu； power transfer； knowledge production


